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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厘清我国教师数字素养政策演变历史脉络，研判数字素养政策的发展趋势，在政策文本分析基础
上，系统梳理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政策的发展过程。经过整理，这一过程呈现出萌芽探
索、体系构建、融合深化和转型引领四个发展阶段，演变出五条发展轨迹：概念认知从“技术技能”转向“综合素养”，
政策定位从“外围配套”上升到“战略核心”，价值取向从“工具效率”走向“人本发展”，覆盖范围从“面向全体”转为
“分类施策”，推进机制从“单向部署”变为“生态协同”。未来政策发展应着力打造适应数智时代的教师数字素养
标准，开展教师数字素养培训精准供给，实现教师数字素养的精确评估，不断深化分类分级的能力体系建设，推动
教师数字素养提升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引领”的教育新生态。

［关键词］教师数字素养；教育政策；脉络特征；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Ｇ４３４；Ｇ４５１． 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７１１Ｘ（２０２６）２０－０１４３－０４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２０９６－７１１Ｘ． ２０２６． ２０． ０４７ ［本刊网址］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ｈｂｘｂ． ｎｅｔ

　 　 数字技术正以不可逆转的趋势重塑着人类社会的基本
形态，在教育领域显得尤为深刻，它不仅改变了知识的呈现
方式和传播路径，更从根本上动摇了延续数百年的师生关
系、课堂形态和学校组织方式。面对这场变革，教师能不能
跟上、能不能胜任，直接决定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成效和深
度。２０２３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
习时明确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
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而教师，无疑是撬动这
个突破口最关键的支点。正因如此，近年来围绕教师数字素
养的政策布局明显提速。从２０２２年教育部发布《教师数字
素养》行业标准到２０２５年启动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六大行
动”，再到２０２６年“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提高
广大教师的智能素养与技能”，政策的密集程度和重视程度
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政策的快速推进也同时带来一
系列问题：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这些政策制定的深层背景、
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又将走向何处？如果不能清晰地回答这
些问题，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就容易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的片面化困境，难以形成系统、连贯的长效机制。

为回答上述疑问，本文系统梳理我国教师数字素养提升
政策近三十年来的演进历程，分析不同历史阶段的政策特征
和演变逻辑，进而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希望为我国相关政
策的持续优化提供历史维度的参照框架。

一、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政策的历史脉络
（一）萌芽探索期（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以基础能力普及为

核心
世纪之交的中国教育，计算机开始走进学校，但绝大多

数教师根本不会用。１９９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
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大力
提高教育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水平和教育信息化程度”，随后
几年，政策的重心始终落在“普及”二字上。２０００年，教育部
印发《关于在中小学实施“校校通”工程的通知》，推动中小学
普及信息技术教育。２００２年，教育部发布《关于推进教师教
育信息化建设的意见》，要求全面提高中小学教师的信息素
养。２００４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
标准（试行）》出台，这是我国首个针对教师教育技术应用能
力的专门标准。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让教师具备基本的
计算机操作能力和信息技术应用意识。早期政策在现象形
态上呈现出较为粗疏的特征，对教师能力起点的差异和学习
适应性的差距缺乏精细化的考量。但早期政策让信息技术
能力建设正式进入了教师专业发展的政策议程，为后续的深
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体系构建期（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以应用能力提升为
主线
２００６年教育部启动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

计划，建立起一整套培训、考试、认证实施体系。教师不仅要
学习技术，还要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只有通过后才能获得相
应等级证书。这意味着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建设开始从零散
的自发行为走向制度化的系统推进。２０１１年，教育部发布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这是我国教
育信息化领域第一个中长期规划，它明确提出要提升教师信
息技术应用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２０１３年，教育部启动
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预计用五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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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对全国１０００多万中小学教师进行轮训。这一时期的政策
系统化程度大大提高，形成了规划引领、标准规范、工程推
动、评估跟进的完整工作方案。此阶段核心关键词变成“应
用”，政策的着重点从学技术变为用技术，强调信息技术与学
科教学的融合。

（三）融合深化期（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以创新融合发展为
方向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兴起，技
术赋能教育的前景变得前所未有的广阔，也对教师的能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政策的重心再次发生转移，从“会用技术
教书”走向“用技术改变教育”。２０１６年，教育部发布《教育
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提出深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
合发展。２０１８年，《教育信息化２ ０行动计划》出台，标志着
我国教育信息化从１ ０时代的“基础建设＋初步应用”迈入
２ ０时代的“融合创新＋智能引领”，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大力
提升教师信息素养。２０１９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实施全国中
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２ ０的意见》。与１ ０
版本相比，２ ０版本强调抓住关键人群和以学校为单位整体
推进，要求培训内容紧密结合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实际，构建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持续提升的长效机制，缩小城乡教师
应用能力差距。该时期政策在本体形态上体现了对公平发
展内涵的理解与时俱进，从最初关注硬件资源配置的均衡，
逐步转向关注教师能力发展的均衡。

（四）转型引领期（２０２２年至今）：以数字素养提升为
核心
２０２２年是教师数字素养政策的转折之年，党的二十大首

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入党代会报告，标志着教育数字化从
教育系统内部的工作部署上升为国家战略。同年１１月，教育
部正式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这是我国第一个
以“数字素养”命名的教师能力标准，它将数字素养的内涵从
技术技能拓展到了意识、知识、能力、伦理、发展五个层面，形
成了一个综合性的素养体系。２０２３年以后，政策进入密集出
台期。２０２５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
字化的意见》，明确要求“深化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
动，将数字素养融入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同年，教育部办公
厅印发《关于组织实施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的通知》，提
出“六大行动”，形成了覆盖教师发展全链条的系统性政策方
案。２０２６年４月，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人工智能＋教
育”行动计划》，提出“制定教师智能素养标准，明确教师应具
备的人工智能素养能力”，将教师素养的内涵进一步向人工
智能方向拓展。这一阶段的政策呈现出鲜明的引领特征，政
策不再满足于让教师适应数字化，而是期待教师以数字素养
引领教育教学变革。

二、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政策的阶段特征与演变逻辑
（一）概念认知的演变：从“技术技能”到“综合素养”
教师数字素养概念从早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到“教

育技术能力”，再到“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信息素养”，最后定
格为“数字素养”，概念更迭的背后，是对教师所需能力的认
识在不断深化。这种深化的方向是清晰的，早期的政策主要
关注教师能不能操作计算机、会不会使用基本软件；后来的
政策开始强调技术与教学的融合、技术对教学方式的变革作

用。而“数字素养”概念的提出，则将视野拓展到了数字化意
识、数字社会责任、专业发展等更广阔的维度。其内涵已经
从技术技能维度，拓展为涵盖数字时代使用技术解决问题所
需的知识、能力、意识及责任等维度的综合体系。

（二）政策定位的演进：从“外围配套”到“战略核心”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教师数字素养政策在整体教育政

策格局中的位置，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显著位移。在萌芽
探索期，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建设更多地被视为教育信息化的
配套工作，建好了机房、接通了网络，自然需要培训教师使
用，它在教育政策体系中的位置是相对边缘的。到了体系构
建期，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全面铺开，教师能力建设开始被定
位为信息化的关键环节，但总体上仍服务于信息化本身的目
标。２０１８年《教育信息化２ ０行动计划》将教师信息素养提
升定位为推动教育信息化转型升级的关键。２０２４年《教育强
国建设规划纲要（２０２４—２０３５年）》将教育数字化作为重要内
容进行部署。说明教师数字素养不再仅仅是教育信息化的
配套要求，而是成为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这种政策定
位的变化，反映出政策制定者对教师数字素养认识的深化，
没有教师的数字素养，再先进的技术、再丰富的资源都无法
转化为真正的教育效能。

（三）价值取向的转变：从“工具效率”到“人本发展”
数字素养政策早期内容的叙事逻辑，带有明显的工具效

率取向，政策文本中频繁出现的表述是“提高效率”“优化手
段”“改进方法”，技术被定位为帮助教师更好完成教学任务
的工具。这种取向在特定历史阶段是合理且必要的，但也反
映当时的教学目标和方式本身不需要随着技术应用而改变，
技术只是让既定目标实现得更好更快。真正的变化出现在
融合深化期，教师使用技术的理由，不再只是为了让教学流
程更顺畅，而是要在技术介入之后重新思考教学的可能边
界。到了转型引领阶段，人本导向更加突出。２０２５年数字化
赋能教师发展行动提出“应用为要”“以人为本”，说明政策关
心的已不只是技术有没有用，而是技术能否进入教师发展的
真实过程，能否帮助教师在数字化环境中继续提升自己的专
业能力。

（四）覆盖范围的调整：从“面向全体”到“分类施策”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建设政策采取的

是“一刀切”式的全员推进策略。但从能力提升工程２ ０开
始，明确提出分类指导的原则，要求抓住关键人群，根据学校
和教师的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能力提升方案，它标志着政
策开始承认教师群体的异质性，并尝试用更精细化的方式回
应不同的发展需求。转型引领期将这种分类施策的思路推
向了新高度。２０２５年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提出，要“制
定教师智能素养标准、中小学书记校长数字能力标准、高校
教师数字能力框架，建立分类分级能力体系”。这意味着，政
策不仅要区分不同群体，还要为不同群体构建专属的能力标
准和评价体系，政策思维的精细化程度明显提升。

（五）推进机制的革新：从“单向部署”到“生态协同”
早期自上而下、层层下达的数字素养政策推进方式，基

层学校往往只是被动接受政策，执行中出现走样、僵化的情
况也并不意外。但在融合深化期，能力提升工程２ ０把以校
为本提了出来，要求学校围绕自身发展制定信息化规划，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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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修、网络研修等路径也被放到了一起考虑。这里的变化
不只是方法层面的补充，更重要的是，学校不再只是政策末
端的接收者，而是被赋予了更明确的规划权与组织权。基层
学校由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调节能力，这一点对教师数
字素养的持续提升很关键。到了转型引领期，政策视野进一
步打开，开始强调“多元主体协同”。２０２５年的数字化赋能教
师发展行动已经不再只盯着教育行政部门，而是把师范院
校、中小学校、科研院所、数字科技企业等都纳入进来，并明
确提出要引导和规范地方、学校与数字科技企业、科研院所
开展深度合作。２０２６年“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又把“政
产学研金”协同机制提了上来。比起早期那种“政府定方向、
基层去落实”的单线条模式，这种安排显然更强调关系网络
的构建，也更接近一种生态化治理的思路。

三、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政策的发展趋势与未来展望
（一）能力标准的迭代：从“数字素养”走向“数智素养”
２０２２年，《教师数字素养》标准的发布，推动我国教师专

业能力标准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
大模型等新技术的不断融入教育领域，教师素养的内涵特征
也随之发生变化。２０２６年“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要求
制定教师智能素养标准，并明确教师应具备人工智能素养能
力。由此可见，政策话语中的“数字素养”正在向“数智素养”
延展，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技术环境的更新，也表明教师素
养标准的关注重心正在由一般性数字应用能力转向面向智
能技术情境的适应能力、理解能力与实践能力。与之相应，
教师素养标准亦需要建立动态修订机制，以避免标准滞后于
技术演进与教育变革的现实速度。

（二）发展路径的深化：从“统一培训”走向“精准供给”
虽然分类施策已成为教师数字素养发展支持中的基本

共识，但落实到具体工作时，现实中的培训与评价仍常停留
在同一套标准上。无论是培训内容、实施方式，还是考核要
求，往往都采取较为统一的安排，结果是不同学段、不同学
科、不同发展阶段教师的真实需要未被充分重视。这样的做
法，显然难以回应教师群体内部本就存在的显著差异。因
而，后续政策设计不能只停留在原则层面，而应更多转向精
准供给，一方面围绕学段、学科、地域以及职业生涯阶段的差
异，构建分层、分类的素养发展方案。另一方面借助人工智
能与大数据手段，对学习资源进行更具针对性的匹配、推荐
与推送，以提升支持的适切性和回应度。

（三）评价体系的完善：从“培训覆盖”走向“精确评估”
当前，教师数字素养评价在不少实践情境中仍主要指向

培训过程本身，评价内容多是“有没有参加”“完成了多少”，
而不是教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相应数字素养，或者培
训是否真正转化为能力提升。评价的重心偏向覆盖面，能力
层面的识别却相对不足。也正因如此，２０２５年数字化赋能教
师发展行动提出，要持续开展教师数字素养测评，并构建教
师数字素养画像和区域教师数字素养发展指数。此类表述
释放出一个较为清晰的信号：教师数字素养治理不再满足于
对培训投入的统计，而是开始把能力产出、发展差异和区域
分布纳入考量范围。测评结果还可以适度嵌入教师专业发
展、职称评定和资格认定等制度环节之中，以增强评价的引
导作用和制度效应。测评的价值不在于制造竞争，而在于帮

助识别差距、支持成长。
（四）支持体系的升级：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变革”
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并不是单靠几轮培训、几次考核

就能完成的任务，不能只放在教师发展内部来理解，而应当
被放到学校治理与教育生态的框架中加以审视。２０２５年数
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提出的“六大行动”，从素养提升、教
学改革到资源供给、治理升级，已经显露出较为明确的联动
趋向。真正需要继续推进的，不是把这些行动简单并列，而
是让它们在制度、实践和文化层面形成彼此嵌合的关系。就
政策落地而言，教师数字素养应进一步嵌入教师资格认证、
职称评审和考核评价等关键制度环节；就支持条件而言，有
必要建立更开放、更共享也更高质量的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机
制；就学校氛围而言，还需逐步形成鼓励探索、允许失误的数
字化教育文化。只有当制度、资源与文化相互支撑时，教师
数字素养的提升才不会停留在文件表述上，而能真正转化为
课堂中的教育行动。

四、结语
我国近三十年教师数字素养提升政策推进路线呈现出

其多样化的发展历程，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之后，教师数字素
养问题被推向了一个新的情境。技术带来的不只是效率提
升，也伴随着角色重组、判断压力与专业边界重绘等，这意味
着过去那种偏重统一推进的思路已不足以应对现实中的差
异化需求。未来政策必须在分层支持、精确供给和动态调适
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否则数字化转型很难真正落到教师专
业实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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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ｏｆ ｉｔ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ｏ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ｉｔｕ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ｔｕａｌ ｇｅｎ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ｒｉｔｕ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ｔ ｆａｃ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ｅａｌ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ｍ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ｉｔｕ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 ｔｒｕ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ｒｉｔｕａｌ ｓｅｎｓｅ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ｒｉｔｕ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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